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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汉五国领事严守中立布告》难言 “中立”

朱 文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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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对辛亥革命的态度早为学界关注，重要史料 《驻汉五国领事严守中立布告》（以下简称
《中立布告》）亦常被人提及。然而，诸多论著引用该布告内容时存有歧异，对布告发布过程亦

说法不一。学界有关 《中立布告》的评判，主要围绕 “照会”、“中立”、“交战团体”等问题产

生分歧：有学者将 《中立布告》词句引为照会内容，认为领事团曾照会军政府 “严守中立”；①

有学者未提照会一说，但认为 《中立布告》表明列强已承认军政府为交战团体，宣言中立；② 也

有学者并不赞成已承认交战团体的观点，却仍将布告当成列强的中立表态。③ 本文将参照日方档

案记载，试对以上问题重作探讨辨析。

一、《中立布告》之发布

汉口五国领事联衔发布的 《中立布告》之所以重要，主要在于其文本中有 “严守中立”字

样，以及用 “与”字将作战双方的清政府与革命军并列称呼，从而引发有关 “列强中立”、 “承

认交战团体”等解读，被研究辛亥革命的著作、论文广泛引用。但是，引用此布告中有关双方

称谓的内容时，却出现至少三种版本：“中国政府与中国民军”，④ “中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军”，⑤

“中国政府与中国民国军”。⑥ 那么，《中立布告》的准确内容究竟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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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至少对两幅 《中立布告》拍有照片，其中一幅可参见曹亚伯 《武昌革命真史》中册第４
幅插图，另一幅则为革命党人李白贞所摄。这两幅 《中立布告》的文本内容及格式基本相同，

只是所盖印戳的位置有细微区别。此外，现存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松村贞雄当时的抄件，比李白

贞照片仅漏掉 “敦结”二字。① 李白贞拍摄的 《中立布告》内容如下：

驻汉英俄法德日领事　　　　　　　　　　　　　　　　　　　　　 为

布告严守中立事现值中国政府与中国民国军互起战争查国际公法无论何国政府与其国

民开战该国国内法管辖之事其驻在该国之外国人无干涉权并应严守中立不得藏匿两有关系

之职守者亦不得辅助何方面之状态据此本领事等自严守中立并照租界规则不准携带军械之

武装人在租界内发现及在租界内储匿各式军械及炸药等事此系本领事等遵守公法敦结交谊

上应尽之天职为此闓切布告希望中国无论何项官民辅助本领事等遵守达其目的则本领事等

幸甚中国幸甚谨此布告

　　　　　　　　　　　 西历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八号　　　　　 白②

另外，对于 《中立布告》发布的原因，时人记述不尽相同：有人认为由于革命军起事后对

外人多加保护与尊重，五国领事出于感激，主动颁布了 《中立布告》。部分著作还详细描述布告

发布前领事团派人向军政府示好的经过。③ 也有人认为是出于军政府方面的主动要求，外国领事

才应允发布， “二十八日，渡江，要求俄领事电知驻京公使团，转电各国承认我民军为交战团

体。俄领事允诺。下午即发出确守中立布告，遍贴租界”。④ 还有人注意到官革双方在租界附近

激战与布告发布之关系，“东至刘家花园达大智门与租界毗连，时汉口六国领事联衔布告通衢，

宣布严守中立”。⑤ 其中，杨霆垣、李国镛、黄中垲曾在军政府担任外交工作，其说法具有一定

的可靠性。但这些人毕竟不属于领事团一方，观点也并非一致，故既往研究难有定论。

据日方档案可知，该 《中立布告》是五国领事协商的结果，是根据俄国首席领事的草案，⑥

为了租界安全，“作为临机之办法”而被迫发布的。⑦ 松村总领事较详细地记载了此布告发布的

背景：１０月１４日，革命军照会各领事，准备炮击靠近德租界江面的瑞澂所在楚豫舰，领事们被

迫派人与瑞澂反复交涉，最终使之移至下游江面；１６日，革命军又向领事团俄国首席领事送来

照会，准备攻击位于租界下方由清军占据的刘家庙车站，要求领事团与清军交涉，让清军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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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地，以免交战时危及租界，领事团派人同清军提督张彪交涉，但其并未答应；１７日，黎元洪
再次照会首席领事，革命军必将攻击占据刘家庙之清军，仍希望领事团同清军交涉，但俄国首
席领事回答使者，如攻击刘家庙危及租界，终究为革命军施加之结果，这将违背革命军连日来
不危害租界的声明；１８日上午，两军交战，官军一部接近日方租界，并有子弹落入，颇为危险，

日方再次提醒张彪，不要让官军靠近租界。同日，汉口租界五国英、俄、法、德、日 （按租界
位置的顺序排列）联衔发出布告。①

可见，领事们出于租界安全考虑，曾数次答应革命军照会之要求，同清方进行交涉。但双
方实际都未屈从领事团的意见，仍然选择在租界附近激烈交战，这自然会给租界带来危险，并
有进入租界引起骚乱的可能。此种情况之下，五国领事才被迫于当天紧急发布中文 《中立布
告》，以维护其 “租界规则”，故有 “临机之办法”一说。另外，日本外务省也曾专门致电问及
此布告发布原因，② 松村回复即为 “其趣旨是禁止两军武装士兵进入租界之内，总之，是宣告租
界不可侵犯之意”。③

再来看 《中立布告》发布后的传播过程。《中立布告》１０月１８日发布当天，可能并未立即
传至军政府。据李国镛所述：“越日夏维松在领事团携回告示数十纸交镛，呈军政府分寄各省，

俾得周知”；④ 杨霆垣也认为，“对军政府并无正式来文，只由汉口办事处从俄领事馆取回原稿照
抄一份贴在阜昌洋行门口。我得报告，亲自渡江观看过”。⑤ 李国镛的外甥夏维松精通俄语，与
俄领事相熟，负责汉口办事处，所以由其最先从汉口带回 《中立布告》相关信息的说法比较可
信。另外，由于１９日部分革命军曾进入租界，遵照领事团决议，松村总领事在２０日派波多野翻
译向军政府提出警告，双方大概也有提及 《中立布告》。

军政府得到 《中立布告》相关信息后，对 《中立布告》内容进行了有效利用。在会见波多
野次日，即照会日本总领事 “曾蒙贵领事主持公理，承认为交战团体，布告中立，敝军政府实
深感激”，⑥ 欲造成已被承认为交战团体的既成事实。同时，又以 “都督慰劳汉口商会及各同胞
之文”对汉口华界进行宣传，“我同胞叔伯兄弟，可知各国已布告严守中立否”，“盖非数十万兵
民一心，确守国际公法，不加损害外人与私人财产，彼何能遽认我为独立交战团体乎”。⑦

但是，在将布告 “分寄各省，俾得周知”后，与革命军最密切的上海 《民立报》却只报道
了 “中立照会”：该 “中立照会”内容与 《中立布告》基本相符，仅将 《中立布告》的抬头 “驻
汉英俄法德日领事为布告严守中立事”加了 “照会”二字，变为 “驻汉英俄法德日领事照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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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告严守中立事”，落款日期同为１０月１８日。① 在天津的 《大公报》也有相近报道：文中未
注明日期，没有抬头部分的称谓，却明确说明此系 “汉口领事团照会革命军之文件”。② 北
京 《国民公报》同 《大公报》类似，报道时亦未注明文件日期，标题则改为 “汉口领事团照会
革军文”。③

总之，从各方反应来看，军政府达到了一定的宣传目的。自此，外界开始以 《中立布告》

为据，或认为列强曾宣布 “严守中立”， “承认民军为交战团体”；或认为领事团曾照会军政府
“严守中立”。这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不小影响。

二、《中立布告》并非 “中立照会”

除 《民立报》等报刊之外，也有学者根据李廉方所编 《辛亥武昌首义纪》一书内容，认为

１０月１７日领事团曾照会军政府 “现值中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军互起战争”、“严守中立”。④ 但查
找该书可知，书中并无此照会原文的记载。至于学者们引用的 “现值中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军互
起战争”、“严守中立”等文字，则出现在所引页面的 《驻汉英俄德日领事布告文》里，⑤ 并非
“照会文”。此布告中的 “中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军”与李白贞照片中的 “中国政府与中国民国军”

并不一致。由此看来，他们是受李廉方的影响，将记载有误的 《中立布告》当成 “中立照会”。
“照会”是中国古代沿袭下来的一种公文体例，在明代被正式使用；以文书通告其事曰照

会，其作为正式的外交文书，形成于鸦片战争之后。⑥ “南京条约曾规定外国官员在致函给中国
同等级官员时应该用照会，致函给级别高些的官员时用申陈，但在芝罘条约 （１８７６）后，这些
从属的形式放弃了，所有领事通函都用照会的形式”。⑦ 因此，作为领事团的外交照会应该具有
两个基本要素：（一）有信函等文书；（二）发出者一般为公使、领事等外交人员。

李廉方是同意１０月１７日领事团曾照会军政府这一说法的，他认为盘恩就是 “前致中立照会
之英人”。所谓 “前致中立照会”，指的是书中所载１０月１７日盘恩送信之事：

二十五日晚议决领事团承认为交战团。二十六日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七号）派英人盘
恩持公函至军政府谒都督，并声言领事团欢迎中国国民军勇敢文明，外侨又承保护，故特
承认国民军为交战团，各国严守中立云云。都督接见盘恩后，即备复文五分，派汤化龙胡
瑛夏维松等送至各国领事署，其次日各国领事会衔发出布告。⑧

照此看来，似乎符合 “照会”的基本要求：有盘恩所持 “公函”；有派出盘恩的外交人员
“领事团”。如公函又同 《民立报》所载内容一样，抬头为 “驻汉英俄法德日领事照会”，则无疑
可确认为 “中立照会”。因此，此公函的发出主体是否为领事团或五国领事至为关键，但参考当
时的外交文件，存疑之处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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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７页；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１７页。

参见李廉方编：《辛亥武昌首义纪》下册，第１２９—１３０页。

参见王韦：《“照会”的古与今》，《四川档案》１９８７年第６期。

毕可思：《通商口岸与马戛尔尼使团》，张顺洪译，《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李廉方编：《辛亥武昌首义纪》下册，第１２９页。



首先，外交无小事，“中立照会”公函关系列强对军政府的承认问题，势必引起清政府与列
强的外交纷争。外界舆论都知 “一经答覆即系承认正式文件”，① 专业外交人员对于信函文件应
该更为慎重。武昌起义后不久，英国驻汉口代总领事葛福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Ｇｏｆｆｅ）就曾 “收到起义军
统领的一封信件”，他当即谨慎处理，电告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 （Ｊｏｈｎ　Ｎｅｗｅｌｌ　Ｊｏｒｄａｎ），等待
“关于此事的训令”，并报告 “我同起义军首领们有间接联系”，朱尔典１０月１３日就此训令，“除
了因英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全而绝对不可避免的事情之外，您不应与起义军统领保持任何联系”。②

日本方面对此问题同样慎重，“帝国政府尚未承认叛党为交战团体，仅看做一次内乱，故我政府
方针是不与叛党发生任何外交关系”，③ “关于彼此交涉问题，此时如以文书与革命军进行交涉，

将造成承认该军为交战团体之后果，殊为不妥。因此，除遇到万不得已的情况外，应极力避免
以书面与革命军方面往复交涉”。④ 为了协调列强共同的侵华利益，当时各国在北京联合组成公
使团，在各地租界组成领事团。而公使团明确同意汉口领事团与军政府保持必要联系已是在１０
月２８日之后。⑤

其次，领事团对军政府的信函往来，现存资料显示最早是在１０月２１日。还是在听说革命军
都督 “对于我们继续拒绝以任何方式承认他一事感到有点恼火”的情况之下，不得不议决 “应
由首席领事代表领事团”对革命军都督关于违禁品问题的两封来信表示收到。⑥ 但从其内容以及
双方的反应来看，似乎并未将之当作照会文件。⑦ 据日本领事所述，在当天的领事团会议上，大
家议决的是首席领事以 “私信”名义回复，他对此种回复还持有保留意见。⑧ 这封回信 “仅用英
文写的，一并送去他的外文名片”，私信特征较为明显。显然，要在更早的１０月１７日及 《民立
报》所记的１８日以领事团或五国领事名义向军政府出具照会公函，可能性不大。

如此一来，盘恩送信一事就有待重新审视：此信函的出具者究竟为谁，其内容与 《中立布
告》有何关系？盘恩是什么身份，为何派他作送信之人？

据葛福１０月１６日所言，“我们同那些携带武器进入租界的革命军发生许多纠纷，但此事正
在与革命军首领间接进行商议”；在１０月２０日 “继续谈我本月１６日信中所说的事情”时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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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８日，《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第

８６页。

参见 《代总领事葛福致朱尔典爵士函》，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２１日，《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
册，第８８页。

此信可参见 《汉口首席领事致革命军都督函》，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２１日，《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
译》上册，第８８页；又见 《汉口领袖领事复文》，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政协湖北省委员会文史
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５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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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授权租界工部局致函黎元洪都督，向他指出：租界章程不允许武装士兵进入界内”。① 可

见，其所谓 “间接商议”的途径之一应该是通过 “租界工部局”这一机构进行的。信函中 “租

界章程不允许武装士兵进入界内”与１０月１８日 《中立布告》“不准携带军械之武装人在租界内

发现”的声明内容有所相近。可见，在１０月１６日至２０日之间，确实有与布告内容部分相近的

信函送至军政府。但此 “公函”的出具者为 “租界工部局”这一英租界管理机构，既非领事团，

也非五国领事。

至于送信之人盘恩的身份，② 也有不同说法。杨霆垣在回忆中将其当作领事，“二十五日有

英领事盘恩来见黎都督”；③ 参加过武昌首义革命工作的张难先认定其为商人，“英领事仍派英商

盘恩赴洪山总司令部奔走局部停战”。④ 曾任军政府秘书长的杨玉如记载，“公推万国商会会长盘

尔根 （亦译名盘恩）渡江”，⑤ 不仅认定是商人，更是万国商会会长。孙武在晚年所撰文稿中，

则提到盘尔根所在洋行的名称，“请派姜心田，汉口商人，约同顺昌大班盘尔根，英人，同往俄

领事府说明民军起义宗旨，并请求各国中立”。⑥

顺昌洋行原名镇江西商贸易行，“１８９９年前希尔 （Ｗ．Ｅ．Ｓｃｈｉｅｌｅ）与伯恩 （Ｅ．Ｇ．Ｂｙｒｎｅ）

合伙开办。西名 ‘Ｓｃｈｉｅｌｅ﹠Ｂｙｒｎｅ’”，“１９０６年前于汉口英界鄱阳街设分号。１９１０年代初镇江

本店停办，专致于经营汉口店”。⑦ 它虽非汉口最大的洋行，但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并不寻常。当

起事各省派代表赴武汉会谈时，就曾 “假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为各省代表会会所”。⑧ 另据日

本总领事记载：“‘バーン’（Ｂｙｒｎｅ　Ｅ．Ｇ．）是汉口顺昌洋行 （Ｓｃｈｉｅｌｅ﹠Ｂｙｒｎｅ）的负责人，汉口

革命党员的秘密会所就设在其洋行内，他经常为英国总领事跑腿，同革军方面联系。”⑨

日文 “バーン”及英文 “Ｂｙｒｎｅ”的读音都与 “盘恩”接近，故英人盘恩的真名应为
“Ｂｙｒｎｅ”，盘恩、盘尔根、伯恩等都是其英文名的不同音译。其真实身份并非领事等外交人员，

只是顺昌洋行的大班。遵照 “除了因英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全而绝对不可避免的事情之外，您不

应与起义军统领保持任何联系”的指示，让身为顺昌洋行大班的商人盘恩 “与革命军首领间接

进行商议”，就成了英国代总领事葛福一种不错的选择。

综上所述，盘恩送信一事确有可能，此信函内容也与 《中立布告》部分接近，但信函的出

具者实为英租界工部局，汉口领事团与五领事并未给军政府送过 “中立照会”。因此，《民立报》

等所载 “中立照会”实际就是 《中立布告》，其中 “照会”应该是 《民立报》或军政府为了宣传

需要而添改。故 《中立布告》并非 “中立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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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遗稿：《武昌革命真相》，朱纯超整理，《华中师院学报》１９８２年第５期。

黄光域编著：《外商在华工商企业辞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５０９页。

张难先：《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８册，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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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立布告》之性质

《中立布告》在租界颁布之后，军政府以之为据，认为各国已 “承认为交战团，并宣布中
立”，① 而大肆宣传。实际在更早之前，《民立报》就已发表宋教仁的评论，鼓吹 “外国竟承认革
命军为交战团体矣，竟为革命军守中立矣”，“英国政府宣言赞成英领事之守中立”。② 其他报刊
也有相关报道，“驻汉各国领事电致驻京公使请示对付鄂乱办法，得覆，姑候本国政府训令，现
须严守中立”。③ 受这些舆论影响，时人在回忆中多认为列强当时已 “承认为交战团，并宣布中
立”，很多学者也接受此种观点。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有关交战团体的承认，宋教仁认为其条件 “大约有三：一、反乱者已得一定之土地；二、

反乱者已建设一定之政治机关；三、战争方法合于一般文明国所行之习惯是也”，④ 这与权威国
际法著作观点相近，“凡内战中之叛党，如已能占领土地，设立政府，及遵照战时法规作战者，

他国皆可承认其为交战团体，毫无疑义”。⑤ 然而，“可承认”并不等同于必然承认。承认问题关
系国际外交，各国都会从维护本国最大利益出发慎重考虑，列强对革命军 “实力”强弱的判断
也是承认交战团体的一个重要因素，“承认交战团体，其团体须具备如何之条件耶？曰：必有足
以反抗本国之实力。至以如何程度之实力，可云适合此要件，则为事实问题。承认为交战团体
之时尚早，急进而为承认，固生干涉母国之结果，若团体之实力充足，迟延而为承认，他日团
体脱母国之羁绊，为独立之国家而活动，亦于外交关系，有不能圆滑之恐”。⑥ 因此，并非革命
者占有一定土地、设立了军政府就已完全符合国际法中承认交战团体的必然要求，关键还得看
其 “实力”。作出革命者 “实力”判断的是作为承认主体的各国列强。列强自然会从本国利益出
发，根据其对革命军实力强弱的判断作出外交抉择。

武昌起义后，汉阳、汉口相继光复，军政府初具雏形，革命军秩序井然，对外国人也多加
保护。可是，在布告发布的１０月１８日之前，与清军并未发生过大规模的战斗，外人大多并不看
好革命军。据英国驻华公使的报告记载，“一般的舆论认为，目前的乱事将被镇压下去”。⑦ 俄国
驻华公使认为，清军集结南下后，“很可能，荫昌将军会把起事镇压下去”。⑧ 法国对战局估计相
对谨慎，但从双方力量对比判断，“几天后，政府将有一支兵员比他们众多的军队与之对垒，而
且指挥这支人马的将领善于赢得将士们的信赖。这对于保证他的胜利已足足有余”。⑨ 租界外文
报刊也认为，荫昌到来后 “叛军将陷入困境而不能发挥良好的战斗力，其得胜机会必然是微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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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微”。① 以致在１０月２０日，“革命党人的这个胜利使这里的洋人们瞠目结舌了，因为几乎所有

的人都认定，来自保定府的六个营和四千多河南兵获取胜利是很容易的”。② 这种情况下，革命

军初战胜负十分重要，“未来在颇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军和革命军头几次交战的结果，既使政府

将起事镇压下去，这是十分可能的”，③ “大家都十分清楚，在目前情况下，最初的结果有利于哪

一方是多么重要，它们对动摇不定的效忠之心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④ 所以李国镛在１０月１４
日会晤俄领事时，俄领事云 “各国革命军起，未经战胜，各国不能承认为交战团体”，恐并非推

脱之辞。⑤

武汉光复之后官革正式交锋始于１０月１８日，革命军胜利的战果直到１０月１９日才真正确

立。⑥即，革命军凭借 “战胜”成果改变列强对其 “实力”的判断，最早也得在１０月１９日之后，

在此之前则并不完全符合国际法中有关交战团体的认定。

事实上，即便在初战告捷、各地逐渐响应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列强也未正式承认革命军为

交战团体。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军政府数次照会交涉之下，虽然 “各国领事认为，今后同

黎将军的事务性联系是不可能回避的”，但俄国代理外交大臣仍表示， “北京外交团应将此等情

况照会外务部，说明这并不意味列强承认革命政府”， “对是否承认中国革命军为交战一方的共

同性问题，我们均希望同日本政府确立共同看法”。⑦而日本外务大臣直至１１月底仍在指示其驻

汉口总领事：“我国尚未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在交涉之际，必须充分注意，万不可采取任

何可能被误解为我国已公开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之形式”。⑧英国公使对黎元洪自认为各国已承

认军政府为交战团体一事予以否认：“就我所知，他假定各国领事已承认该军享有交战团体的地

位一事，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我已通知葛福先生说：据我看来，目前不宜予以承认，因为这种

承认将使清政府有理由提出抗议。”⑨ 湖北军政府虽然宣称 “我义师一方却敌，一方保民，外教

外商，尤为周密，故世界愿认为战团，各国皆目为义举”，瑏瑠 实际却深知，“现在义军四应，大局

略定，惟未建设政府，各国不能承认交战团体”。瑏瑡 因此，在１０月１８日各地多未响应、两军胜

负未分之际公布的 《中立布告》，更不能作为列强承认交战团体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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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交战团体”又与 “宣言中立”密切相关。“中立云者，对于两交战国或交战团体皆
不援助不干涉而为平和交通之谓也。其在反乱发生时则为承认交战团体之结果，既承认交战团
体则不得不守中立而负国际公法上之各种义务。”① 交战团体问题之所以重要，只因 “若有交战
团体之承认，则第三国皆守局外中立，不加入其战争”。② 由此看来，承认交战团体应是严守中
立的前提，因为中立者至少应为第三方所言，如果对交战双方都未加承认，中立也就无从谈起。

反之，宣言中立也就等于承认了交战团体。而发布 《中立布告》确有其事，且有五国领事联衔，

并含有 “严守中立”字样，故学界以此为据，认为列强已 “宣布中立”、“承认为交战团”似乎又
合情合理。这就与前面得出的结论有所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还必须注意到 《中立布告》发
布的特殊地点———租界。

租界 “是中国独有、世界其他各国所无之特殊现象”，近代上海租界，“每遇中外国际战争，

亦常处于中立地位。例如１８８４年之中法战争，上海法领事有谓： ‘中法虽因越南失和，而上海
守局外之列。’１８９４年之中日战争，日政府亦申明在战争期间内，对于上海租界及其邻近，不作
仇视之工作”。③ 所以，“租界中立”之前已有先例。同样是在１０月１８日，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上
海后，上海首席领事也曾提出相近要求，“请批准发布一项声明，宣告上海中立”，④ 这都是按照
以往惯例作出的判断。

相较上海而言，在汉口占有租界的各国领事压力更大，“新兵从四乡涌入，招兵的军曹甚至
闯入租界”，革命军甚至 “要求英国工部局允许民军１，５００人通过租界”，⑤ 正如葛福所言，“我
们同那些携带武器进入租界的革命军发生许多纠纷”。他只得与革命军首领间接进行商议，其给
公使的报告中实际已反映了同革命军间接 “商议”的焦点， “该首领在写给我的五、六封信中，

相当详细地谈论到关于中立的问题”。⑥ 于是，在１０月１７日 “黎都督照会各国领事，宣布将进
攻清军”，⑦ １８日双方不顾领事团的警告，正式在租界附近交战。在这种形势之下，五国领事被
迫发布 《中立布告》。布告清楚表明，“照租界规则”是 “不准携带军械之武装人在租界内发现，

及在租界内储匿各式军械及炸药等事”；所谓 “中立”不过是租界为了维护自身安全而采用的一
个护身符，只是在关涉租界安全的条件下，才宣布租界 “中立”，并不具有国际法上的 “中立”

含义。正如汉口法国领事所言，“我们深信，我们对交战双方都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然而我们
却担心溃逃中的军队会躲进我们这里，担心战斗在我们租界里继续进行下去。我们的全部防务
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即严格保持租界的中立”。⑧

辛亥革命时期，除了布告上列名的英、俄、法、德、日以外，尚有美国等国在汉口设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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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为何美国领事没有参与其中？究其原因，当时在汉口占有租界的也仅以上五个国家，美国
在汉口没有租界，故 《中立布告》针对租界而发的性质非常明显。１０月２３日，日本总领事派人
同黎元洪等人正式交涉时，曾专门谈及军政府 “误判”各国已宣言中立、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
体之事，“一国政府宣言中立的权限并不在于领事，必须有各国政府的训令，才可有国际公法上
的中立。所谓租界中立，仅为防卫租界之必要，实指对于汉满两军不加任何干涉及援助之意”。①

此说法亦得到军政府一方的认同。

总之，《中立布告》只与驻汉五国领事及汉口租界有关系，是特定背景下的产物。领事不同
于公使，“公使为政治上之代表者，而领事则为经济上之代表者，根本的之差异也”。② 领事不能
独自代表国家宣布外交政策，“关于承认革命军为交涉对象问题，固不属于领事团讨论范围”。③

可见，《中立布告》并非各国政府或公使决策的结果，它仅在租界发布，由领事署名，所以并不
表明列强已经宣言中立，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 “它们的所谓 ‘中立’，实际上不过是指租界
的地位而言”，④ 该布告的性质仅为 “租界中立”。

附识：本文得到张海鹏研究员悉心指导，匿名外审专家提供宝贵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衷心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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